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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以 FIBA 篮球规则为切入点

屈舒阳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我国竞技体育赛场中的恶意犯规频繁出现。从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国篮协与中国足协作出的

133 个“违规违纪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若抽离出竞技体育赛场，部分恶意犯规行为已完全符合故意

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却并未承担刑事责任，这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错误

的宣示效应，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刑法的缺位源于刑法理论的错误适用及竞技体育行业

的过度自治。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对恶意犯规的认定要在具体竞技体育项目的语境下进行。

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刑法的介入应当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为宗旨，只有满足相应

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体条件、限度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在《民法典》

确立“自甘风险”原则、促进全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建立事前预防、事中介入、事后处罚

的长效机制才是惩治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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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fic Cognizance of Flagrant Foul in Athletic Sports and the Criminal Law 
Rules and Regulations：Using FIBA Basketball Rul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QU Shuyang

（Faculty of Law,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flagrant fouls in athletic sports fiel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From 
2010 to 2019,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issued 133“Punishment 
Decision Letter for Violation of Rules and Discipline”, some of the acts of flagrant fouls taken out of the athletic 
sports field completely conform to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 but the person 
does not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hich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fore the criminal law, produce 
false reality effect, hind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our country. The absence of criminal law results 
from the error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the excessive autonomy of sports industry. The es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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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rant foul is intentional injury, but the determination of flagrant foul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athletic sports. Based on the modesty and restraint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athletic 
sport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aimed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Only when 
the corresponding preconditions, time conditions, subject conditions, limit conditions and subjective conditions 
are met can the competitive sports injury behavior could be justifie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self-contained risk” and promot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in sports 
activities, the basic way to punish flagrant foul i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on in advance, 
coordination in-process and punishment ex post.
Keywords：athletic sports; flagrant foul; intentional injury; criminal law intervention; FIBA basketball rules

一 问题源起：竞技体育赛场恶意犯规

的频繁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

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事业不仅关系到公民的

身体健康，也关乎到国家的繁荣兴盛。近年来，

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掀起了全民健身的运动

浪潮。随着《民法典》“自甘风险”原则的确立，

合理的文体活动得以“松绑”，我国体育事业将

迎来新的高潮。体育事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依据《体育法》

相关规定，竞技体育不同于社会体育和校园体育，

其以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比赛成绩

为目标。竞技体育是专业化的体育活动，具有更

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能够对社会体育和校园体

育起到指导、提升和规范的作用。然而，竞技体

育赛场上不断出现的恶意犯规行为却极大影响了

良好的竞赛风气与赛场氛围，严重违背了体育道

德和体育精神。2020 年浙江省青少年足球（男子

U14 组）冠军赛上，一名杭州队球员在伤停补时

阶段对宁波队球员作出了恶意飞踹的动作。在被

侵犯的小球员痛苦倒地之后，实施恶意犯规行为

的小球员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大摇大摆地走开 [1]。

在如火如荼的 CBA 赛场上，恶意犯规行为亦是频

繁出现。在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比赛中，史鸿飞在

防守考特尼·福特森时使用了不正当防守动作（伸

脚下绊），致使福特森倒地。对于史鸿飞带有恶

意的危险行为，CBA 公司仅作出了通报批评、停

赛 2 场及罚款人民币 5 万元的处罚 [2]。2019 年 1

月 5 日，在浙江男篮与山西男篮的比赛中，孙铭

徽因不满裁判判罚，报复性拉拽起跳后的任俊威，

致使后者身体失去重心，侧身重摔在地板上，裁

判当即吹罚孙铭徽违体犯规 [3]。孙铭徽的恶意犯

规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对手重大的人身伤害，但

CBA 公司却并未对其作出进一步的处罚。竞技赛

场上的恶意犯规不断上演，运动员开始频繁挑战

裁判和观众的底线，比赛热点也由运动员的竞技

水平转向裁判员的专业判罚，恶劣的比赛风气和

野蛮的竞赛氛围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良性

发展。

基于行为的可谴责性及预防的必要性，恶意犯

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行为。如果将运动员的恶意

犯规抽离出竞技体育赛场，其犯规行为已完全符

合《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然而，通过对 2010 年至 2019
年 10 年间中国篮球协会与中国足球协会所作出的

133 个违规违纪处罚决定书（共涉及 303 个被处罚

单位和个人）进行样本分析，可以看出，竞技赛

场上运动员的恶意犯规行为，无论性质多么恶劣、

后果多么严重，涉事运动员也只是承担了行业内

部的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及停赛处罚，并未承

担刑事责任。相同的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场合，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这违背了刑法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竞技体育赛场似乎成为了“法

外之地”，运动员无需承担行业内部处罚之外的

法律责任，由此导致相关运动员的犯规行为愈发

肆无忌惮，甚至被标榜为一种“强硬”的竞赛表现，

被教练、队员和观众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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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犯规由于其错误的价值取向，对我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首先，恶

意犯规极大地影响了比赛进程和赛场秩序，竞技

体育比赛的流畅性和观赏性因此受损。其次，恶

意犯规可能导致运动员重伤或死亡，直接中断或

终结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再次，竞技体育赛场上

的恶意犯规会产生错误的宣示效应，被广大体育

运动爱好者，尤其是不具备完全辨认能力和控制

能力的青少年，学习效仿。最后，恶意犯规问题

会使未成年人家长产生恐惧心理，不愿让子女参

加对抗性体育活动，而将目光转向非对抗性体育

活动，如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对抗性竞技

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短板，人才后备力量

严重匮乏。虽然，竞技体育赛场上恶意犯规所产

生的具体伤害可以被行业内部的处罚措施与完善

的商业保险机制所化解 [4]，但恶意犯规所产生的

社会危害却很难消除。因此，应当在探寻恶意犯

规不受刑法规制的理论根源与现实成因的基础上，

明确恶意犯规的认定方法，厘清犯规行为与犯罪

行为的边界，依法对满足犯罪构成的恶意犯规施

以刑罚处罚，从而塑造一个平等、公正、有序的

竞赛环境，保障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成因分析：竞技体育的特殊性与刑

法理论的局限性

我国《体育法》第 51 条明确规定，体育活动

中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

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恶意犯规却未受到刑

法的规制，主要原因如下：

（一）刑法理论的错误理解和适用

认定犯罪是一个由客观到主观的判断过程。

通常来说，刑法将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

类型化为构成要件。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与

刑法分则中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相一致 [5]。换言

之，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满足犯罪的构

成要件。竞技体育中发生的运动行为需满足全部

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够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但在相关刑法理论中，即使竞技体育的

运动行为满足了全部犯罪构成，也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第一，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是业务上的

正当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基于社会分工的不同

以及特定政策因素的考量，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

行业，各行各业都具有其业务的特殊性。例如外

科医生的手术行为，若将外科医生的手术行为抽

离出治病救人的医疗背景，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

故意伤害行为，然而，医生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

不具有违法性。竞技体育行业同属正当行业，只

要运动员从事合法竞技体育项目，遵守相关竞赛

规则，不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即使其运动行为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结果，依然可以排除行为的违

法性 [6]。第二，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是被允许

的风险（erlaubtes risiko），不具有违法性 [7]。社

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危

险行为。然而，相关危险行为因其具有实用性，

即使导致了侵害法益的结果，也应当被允许存

在 [8]，如乘坐高速交通工具、危险的物理及化学实

验、建筑施工等行为。竞技体育不但能够使人强

健体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够提升

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基于竞技体育的积极效用

与特殊价值，竞技体育中发生的危险行为只要未

超出比赛规则的限制，没有伤害的故意，即使造

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都属于被允许的风险，

可以排除危险行为的违法性。第三，竞技体育中

的伤害行为得到了被害人承诺，不具有违法性。

当代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尊重个人意愿，成年人

可以自由处分或放弃其法益。“被害人自愿放弃

其法益，在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作为刑法终极目标

的现代刑法中，应当被允许，对侵害该种被放弃

利益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能作为犯罪处理。”[9]

只要参加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具有相应的辨认能力

和控制能力，其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参加的体育活

动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可以推定运动员对

竞技体育中的合理运动行为作出了承诺，排除了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违法性。

相关刑法理论的适用源自于竞技体育本身的

特殊性。在技能主导型竞技体育中发生的伤害行

为，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施害人”与“被害人”，

没有刑法介入的空间。对抗主导型竞技体育具有

激烈的竞争性，并且鼓励参赛运动员在合理的限

度范围内进行身体对抗，由此展现运动员的速度

之美和力量之美。而且，对抗主导型竞技体育还

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运动员在对抗的过程中，

受天气、体能、光线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把

控自己的运动动作与身体惯性，由此导致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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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及伤亡结果是无法预见和避免的。但值得注

意的是，无论依据何种刑法理论，造成伤害结果

的犯规行为都不具有正当性，更不必说恶意犯规

行为。满足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恶意犯规行为

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竞技体育比赛中恶意犯规行为的放纵是对相关

刑法理论的错误理解和适用。

（二）竞技体育的利益需求和驱使

2019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接近 3 万亿元。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巨大的商业潜

力。在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今天，竞技体育不

单单是以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比赛

成绩为目标，更高的经济利润和产值收益同样成

为了竞技体育的发展需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推

动运动员奋力拼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

为获取比赛胜利不择手段的歪风邪气。比如，一

些运动员在体育比赛的过程中，不惜采取恶意犯

规来伤害对手，从而达到削弱对方实力的目的。

不同的竞技体育活动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监

督和管理，运动员的各项收入与相关组织机构的

收益息息相关，而运动员的上场时间和场上表现

又直接决定了其职业收入、代言收入、赞助收入等。

因此，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即使运动员的恶意犯

规导致了严重的伤害结果，相关组织机构通常也

不会轻易把运动员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各种

形式的“包庇”和“护短”滋长了竞技体育故意

伤害行为的发生。

（三）道德法制教育的弱化与缺失

竞技体育的参与者为职业运动员，竞技体育的

组织监管机构也往往由运动员组成。受竞技体育

竞争压力的影响，职业运动员的成长和培养更偏

重于专业的体育训练和技能培养，而其文化素质

教育相对较弱。而且，竞技体育具有结果导向性，

比赛成绩的好坏是决定运动员未来发展的关键，

体育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教育因此常常被忽视。通

常由职业运动员成长而来的教练员甚至会根据以

往经验来传授隐蔽性强、幅度小的犯规动作。为

确保比赛的胜利，有些教练员还会积极推行恶意

犯规战术，由此导致部分体育行业从业者的价值

观出现扭曲，甚至意识不到恶意犯规违背了基本

的体育道德，还涉嫌违法犯罪。道德教育与法制

教育的弱化，道德意识与法制意识的缺失，从根

本上导致了恶意犯规的产生和对恶意犯规的放任。

三 具体认定：FIBA 篮球规则中恶意

犯规行为的判断

“恶意犯规”并不是所有竞技体育项目的通

用表述，但能够展现出犯规行为的具体特征，即

运动员在比赛中故意违反比赛规则伤害他人。鉴

于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特殊性，“恶意犯规”的

认定要在具体竞技体育项目的语境下进行。以国

际篮球联合会（FIBA）篮球规则为例，其篮球赛

场上的犯规行为包括：第一，侵人犯规（personal 
foul）。侵人犯规是指无论在活球或死球的情况下，

双方运动员都不能违规接触对方。运动员不得通

过伸展手、臂、肘、肩、髋、腿、膝、脚或将其

身体弯曲成“不正确的姿势”超出他的“圆柱体”

去拉、挡、推、撞、绊对方队员，或阻止对方队

员行进；也不得放纵任何粗野或猛烈的动作作出

上述行为，如非法掩护、阻挡等。第二，双方犯

规（double foul）。双方犯规是双方运动员近乎同

时发生侵人犯规的情形。第三，技术犯规（technical 
foul）。技术犯规是运动员的非接触性违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藐视裁判的警告，对裁判、记录员、

对方运动员等不尊重，用语言或者动作冒犯或煽

动观众，挑衅或嘲弄对手，假摔，等等。在场的

队员、替补队员、出局的队员、教练员、助理教

练员或随队人员都可以被判罚技术犯规。第四，

违反体育道德犯规（unsportsmanlike foul）。违反

体育道德犯规包括以下几种情形：运动员并不是

在规则的精神和意图范围内试图直接抢球；队员

在努力抢球中造成过分的接触；进攻球员投篮前，

防守队员在攻防转换中为了阻止进攻队员而造成

不必要的接触；在进攻球员投篮前，防守球员试

图阻止一次快攻，从对方队员后面或侧面与其发

生身体接触，并且在进攻队员和对方球篮之间没

有防守队员；在第四节和每一决胜期的最后 2 分

钟，当掷球入界的球在界外并且仍在裁判员手中，

或掷球入界队员可处理时，防守队员在比赛场内

对进攻队员造成身体接触，如肘击、反关节动作、

伸脚下绊、顶膝、扫腿、撅臀、垫脚等。第五，

取消比赛资格犯规（disqualifying foul）。取消比

赛资格犯规是队员、替补队员、出局的队员、教

练员、助理教练员或随队人员任何恶劣的违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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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道德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暴力（violence）
行为，如严重侵犯对方队员或者裁判、破坏球场

设备等。第六，斗殴（fighting）。斗殴是两名或

多名互为对方队的人员（替补队员、出局的队员、

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和随队人员）之间的肢体冲突。

本条款仅适用于在斗殴中或在可能导致斗殴的任

何情况下离开球队席区域界限的替补队员、出局

的队员、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和随队人员。

以上几种犯规在调整对象、基本内容以及规

范目的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并不是每一种犯规

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恶意犯规”。侵人犯规和

双方犯规是运动员在规则意图和精神的范围内实

施了带有身体接触性的犯规行为，从犯规行为可

以推断，运动员主观上并没有伤害对手的故意。

技术犯规是违背体育道德精神和公平竞赛要求的

非身体接触性犯规行为。尽管技术犯规性质恶劣，

但不存在身体接触，通常不会出现故意伤害的行

为。违反体育道德犯规则是违背体育道德精神和

公平竞赛要求的身体接触性犯规行为。取消比赛

资格犯规是严重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行为。违反

体育道德犯规与取消比赛资格犯规并无本质上的

差别，两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违反体育道德

犯规并不一定会被取消比赛资格，只有严重违反

体育道德的犯规才有可能被取消比赛资格。此外，

取消比赛资格犯规所适用的对象包括所有场上队

员、替补队员、出局的队员、教练员、助理教练

员或随队人员，而违反体育道德犯规仅适用于场

上正在比赛的队员。斗殴虽同属暴力行为，但斗

殴本身与竞技体育比赛无关，斗殴所适用的对象

仅为替补队员、出局的队员、教练员、助理教练

员和随队人员，场上队员并不包括在内；而且，

取消比赛资格犯规中的暴力行为具有单方性，斗

殴行为则具有双方性。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

害，FIBA 篮球规则中的违反体育道德犯规与恶意

犯规具有相似性。易言之，恶意犯规表现为赛场

上运动员实施的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然而，违反

体育道德犯规并不一定是恶意犯规，因为运动员

不一定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因此，在 FIBA
篮球规则下，认定运动员成立恶意犯规包括以下

几个要素：第一，运动员实施了具有身体伤害性

质的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第二，恶意犯规的主体

为场上正在比赛的运动员。第三，行为人主观上

具有伤害的故意。FIBA 篮球规则中的犯规行为如

图 1 所示。

不同竞技体育项目所采用的比赛规则不同，对

恶意犯规的认定自然也存在差别。判断运动员是

否成立恶意犯规需要结合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具

体规则进行综合判断。

四 边界设定：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

当化条件

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行为，对构成故意

伤害罪的恶意犯规进行刑法评价和刑罚处罚自然

会对相关利益群体产生影响。刑法作为我国基本

法，其效力位阶仅次于宪法，任何行业内部的处

罚措施都无法替代刑法的适用。而且，从长远来看，

对恶意犯规的严格处理能够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

生命健康安全，更好地保证体育赛场的公平竞争，

更好地保障我国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但值得警

惕的是，并非所有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都值得

刑法介入。一方面，德国著名学者耶林指出：“刑

罚有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

两受其害。”基于对刑法功能二重性的认识，刑

法谦抑性的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10]。在社会治理和

纠纷解决上，刑法承担着“守护者”的角色，只

有当其他法律规范和解决措施不能充分保护某种

法益或抑制某种危害时，才能由刑法介入。如若

违背了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必然会导致“过度刑

法化”，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压缩公民的自由

空间 [11]。另一方面，竞技体育本身具有对抗性和

危险性，动辄采用刑法手段处理竞技体育赛场上

的伤害行为会使运动员在比赛中瞻前顾后、畏首

畏尾，严重影响竞技体育的正常进行，反而阻碍

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因此，妥善把握刑法介入竞

技体育的限度，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刑法

规制恶意犯规的重中之重。根据正当业务理论、

图 1 FIBA 篮球规则中的犯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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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承诺理论以及被允许的风险理论，具有正

当性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前提条件：竞技体育活动具有正当性

竞技体育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并非

每一项竞技体育活动都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类似于地下拳庄、私人决斗等非法比赛，不仅违

反了法律法规，还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

不具有正当性。即使“赛前”双方签订了“生死

状”，当出现重伤或死亡的严重结果时，由于欠

缺承诺的有效性，行为人依然要承担故意伤害罪

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合法的竞技体育活动，

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有组织机构的监管、有竞赛

规则的约束、有职业裁判的参与，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证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与比赛的公平公正。因

此，只有在正当竞技体育活动中的伤害行为才拥

有排除违法性的空间。

（二）时间条件：伤害行为必须发生在比赛过

程中

竞技体育的危险性与比赛共生共随。在比赛开

始前、比赛结束后或者比赛中止、中断、暂停期

间所发生的伤害行为，由于不满足竞技体育运动

行为的类型化要求，并且超出了被害人的承诺范

围，不具有正当性。

（三）主体条件：伤害行为的实施者为场上运

动员

运动员在上场前已经充分了解到比赛可能造

成的危险，上场比赛的行为代表运动员正当业务

的开始，也代表着其对危险的认可和对相关法益

的放弃。如果要求场上运动员对其所作出的合理

竞技动作承担法律责任，甚至面临刑事追诉的风

险，将极大限制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因此，运

动员在未上场之前或被替换下场之后所实施的伤

害行为不具有正当性。

（四）限度条件：伤害行为不得超出比赛规则

的限制

随着法治意识的提升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各个

竞技体育项目的比赛规则也日臻完善。任何一项

竞技体育的比赛规则都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竞赛理

念，并试图将比赛风险降到最低，尽可能避免危

害结果的发生，尽可能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2]。

因此，不同项目的比赛规则都对运动员的运动行

为进行了限制，比赛规则成为了衡量运动行为是

否合理的标杆。违反比赛规则的运动行为会增加

运动风险，给对手带来不必要的危险甚至伤害。

只有严格遵守比赛规则的运动行为才具有正当性，

由此带来的伤害结果不能受到法律的非难，比如

合理的身体冲撞等。

（五）主观条件：运动员不能具有伤害的故意

运动员在竞技赛场上基于报复、泄愤等非比

赛目的而故意实施的伤害行为，与司法实践中的

故意伤害行为无异，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有学者提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需要

以夺取比赛胜利为目的 [13]；然而，竞技体育比赛

中所发生的大部分伤害行为均是为了赢得比赛，

运动员故意伤害行为的可谴责性并不会因为目的

和动机的合理性而降低，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择手

段的故意伤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值得讨论的是，

如果运动员主观上存在过失，竞技体育比赛中的

伤害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首先，故意的心理态

度表现出行为人对法益积极地否定，或对法益消

极地蔑视。故意的心理态度引起了行为恶害的产

生，而过失则表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伤害结果的

发生持反对态度。故意和过失在主观“恶性”程

度上可谓“天差地别”[14]。其次，受光线、体能、

惯性等因素的影响，竞技体育赛场上的伤害行为

通常都是由过失或意志以外的原因所导致的。如

果要求对竞技赛场上的过失伤害承担责任，将会

导致运动员行为受限、运动水平下降，影响到正

常竞技体育活动的开展。最后，从特殊预防的角

度出发，由于过失的非难可能性明显小于故意，

不存在对竞技体育赛场上过失伤害行为的特殊预

防。因此，运动员在竞技赛场上的非故意伤害行

为具有正当性，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综上，在竞技体育中，满足上述条件的伤害行

为，即使造成了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结果，也依

然具有正当性。刑法应坚守谦抑性立场，不越“权”、

不越“界”，保证正常竞技体育活动的开展和进行。

五 解决路径：竞技体育中恶意犯规的

惩罚和预防

竞技体育中的恶意犯规并非单纯的运动规范

问题，其还牵涉到体育经济、体育道德、体育教

育等方方面面。为保证竞技体育的观赏性与规范

性达到适度平衡，惩治恶意犯规应当坚持预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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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惩罚为辅的基本立场，并建立多措并举的长

效机制。

（一）事前预防——加强教育并提高职业门槛

之所以需要刑法对恶意犯规进行规制，是因为

通过刑罚的适用能够对恶意犯规产生一般预防与

特殊预防的效用。然而，刑罚手段也存在无法克

服的局限性。首先，刑罚的适用具有滞后性。刑

罚总是在恶意犯规的伤害行为发生后才能够适用，

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其存在不足。其次，由

于坚持道义责任论，刑罚只是一味地关注行为的

客观危害，不能将主观上的人身危险性和竞技体

育的特殊性考虑在内，往往会导致刑期过剩的情

况出现。再次，刑罚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受限

于其手段的单一性，对于具有特殊生理及心理状

况的行为人，不能起到较好的预防和矫治作用。“刑

罚最多只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必要而可悲的形

式而已。”[15] 由此可见，刑罚并不是预防和控制

恶意犯规的最优手段，而只是最后选择。对于恶

意犯规的防控应当转变思路，尽可能从根本上消

除恶意犯规的动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正

确的竞赛价值观；惩治恶意犯规的重心也应当从

事后惩罚转移至事前预防。然而，价值观的培养

和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形式多样的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去提升运动员、教练员以及

相关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使其能够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外，为了保证运

动员和教练员能够真正内化相关知识，应当提升

竞技体育从业资格的门槛，只有通过相关体育道

德和法制素养培训和考核的人员，才能取得相关

竞技体育项目的从业资格。

（二）事中介入——划分权责并构建协调机制

“国家独享对犯罪的追诉权，以明文规定的方

式赋予特定的追诉机关，并责成追诉机关不得怠

于行使侦查、起诉、审判犯罪的职权，与此同时，

明文排斥其他机关和个人僭越这种犯罪的追诉权，

不应留有例外。”[16] 而且，依据不同竞技体育项

目的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对满足犯罪构成的竞

技赛场违规行为也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相关竞技体育组织机构并

未将实施恶意犯规并满足故意伤害罪的运动员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安司法机关也未能主动行使

追诉职权，致使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为一

纸空文，行为人逃脱法律制裁，竞技赛场沦为“法

外之地”。因此，竞技体育组织机构应当同公安

司法机关建立协调机制，在竞技体育赛场发生恶

意犯规时，应当先由相关组织机构进行处理。如

若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

立即采取救治伤员、固定证据、扣留嫌疑人等先

行措施，及时通知公安机关予以介入，防止责任

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公安司法机关也应当依法立

案、侦查、起诉并作出裁判。

（三）事后处罚——刑法介入并适用刑事制裁

面对竞技体育中的恶意犯规行为，民事责任的

承担与刑罚处罚、行业处罚并行不悖，三者处于

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中。即使相关运动员承担了刑

罚处罚，其依然要承担因恶意犯规所带来的民事

赔偿责任和行业处罚措施（禁赛、停赛、通报批

评等）。竞技体育中的恶意犯规应当受到相应制裁，

但不一定是刑罚处罚。刑罚处罚的适用以行为满

足犯罪构成为基本条件，其中不仅包括了行为性

质的要求，还包括了结果程度的要求。基于竞技

体育的特殊性和刑法的补充性，只有满足以下条

件的恶意犯规才能够适用刑事制裁措施，否则只

能通过非刑事制裁措施进行处理。

第一，行为被认定为恶意犯规。虽然，恶意

犯规的认定需要在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具体语境

中进行考量，但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恶意犯规也

具有抽象的共同特征。首先，运动员之间的身体

接触超出了比赛规则的精神与意图。恶意犯规的

本质为故意伤害，双方运动员的身体接触是恶意

犯规的基础。裁判员可以根据以往经验对伤害行

为与具体比赛规则进行比对，判断伤害行为与犯

规行为的符合性。当然，不同竞技体育项目所依

据的经验法则不同，而相同竞技体育项目中不同

的运动行为又存在着差别。比如：足球运动中的

铲球动作在篮球运动中是不被接受的，而足球运

动中铲球的角度和幅度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衡

量的关键在于，犯规行为与生命健康法益的紧密

程度 [17]，当犯规行为与生命健康法益紧密相关

时，则可以推定行为人的运动接触是不必要的

（unnecessary）或过度的（excessive），此时，可

以认定运动员的身体接触超出了比赛规则的精神

与意图。其次，恶意犯规的主体为场上正在比赛

的运动员。只有场上运动员在竞技体育比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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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伤害行为才涉及正当与否的评价。场下远动

员不存在实施运动行为的条件，如若伤害行为造

成严重结果，可直接认定为犯罪行为。再次，运

动员存在伤害的故意。我国《民法典》确立的“自

甘风险”原则表明，自愿参加体育活动应当承担

由此所产生的风险，由此树立了促进全民积极参

与体育活动的价值取向。然而，“自甘风险”原

则还明确，当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其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由此要求体育活动的参加者理性控制运动行为。

体育活动中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侵权行为人主观

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

存在本质的区别，民事责任具有填补性，刑事责

任具有惩罚性；而且，刑事责任还牵涉到行为人

的人身权、财产权等重大法益，对于刑事责任承

担的考量应当慎之又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

都以惩罚故意犯为原则，惩罚过失犯为例外。故

意和过失反映出行为主体对法益的不同态度，故

意存在明显的法益背反态度，对其非难的可能性

明显高于过失。鉴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对恶意

犯规的认定应当以运动员存在伤害故意为前提条

件。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组成，认识因素

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伤害结

果的发生；意志因素是判断行为人对于伤害结果

的发生是否存在希望或者放任。基于此，主观故

意可以划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

运动员明知其犯规行为会伤害到对手，还希望伤

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运动员明知其犯规行

为可能会伤害到对手，还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

故意的认定是对运动员主观心理活动的判断，行

为人通常不会承认自己存在伤害的故意，但主观

活动可以通过客观行为表现进行推定 [18]。推定是

以基础事实推断未知事实的一种证明方法，根据

若干事实之间的一般联系规律或者“常态联系”，

当某些事实存在的时候，便可以认定某特定事实

的存在。大部分情况下，根据运动员所实施的犯

规行为，其主观故意可以直接认定。在难以判断

和区分时，裁判员可以结合场上局势、运动员表

现、技术动作样态等各种因素，进行逻辑推定，

从而确定行为人实施犯规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

最后，运用技术手段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s）。如果判罚存在争议，可以运

用现代竞技体育赛场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辨别。

恶意犯规的认定不仅涉及行业内部处罚，还可能

牵涉到运动员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需要对所

有的合理怀疑予以排除，才能最终认定恶意犯规

的成立。

第二，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根据我国《刑

法》第 234 条之规定，只有伤害行为造成轻伤以

上的伤害结果才成立故意伤害罪，才可能要求相

关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轻伤及轻伤以上的伤害

结果由相关刑事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然而，

犯罪是一个过程，并非任何犯罪行为都能顺利完

成，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可能会因为

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即犯罪未

遂。根据司法实践，对故意轻伤的未遂不以犯罪

论处，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造成轻伤的

犯罪结果，实际上并未造成轻伤的结果，此时不

被认为是犯罪 [19]。以重伤的故意，实施重伤行为，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应当按照故意伤

害罪的未遂论处；造成轻伤的，成立故意伤害罪

的既遂。在竞技体育比赛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形，

并不是所有的恶意犯规都会造成轻伤及以上的伤

害结果。如果运动员实施了严重恶意犯规（重伤

行为），但并未造成轻伤及以上的伤害结果，对

于此类行为应当如何处理？不可否认的是，严重

的恶意犯规不具有正当性，成立故意伤害罪的未

遂，理应由刑法介入并予以惩处。然而，从有责

性的角度来看，竞技体育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极高，

“运动员参加运动后血糖指标大幅度升高，心率

普遍升高，肺活量降低，低压降低，高压升高”[20]，

再加之比赛现场各种因素的渲染和刺激，运动员

会出现紧张、激动等身体反应，其辨认能力和控

制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如此虽不是运动员脱责的

借口，但可以适当降低对运动员非难的程度。而且，

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业内部治理比刑

事司法程序更具有行动效率。可以优先适用行业

内部的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对未造成伤害结果的

恶意犯规进行惩处。如此，一方面体现了“因地

制宜”，尊重了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体

现了“实事求是”，相关运动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三，满足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行为人不

具备有责性的实施行为的能力时，不能对其进行

法的非难。简言之，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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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运动员虽不满足刑事责任

年龄的要求，但实施了严重的恶意犯规，并造成

了严重的伤亡结果的，可以根据其主观恶性程度，

适用强制矫治教育、社区矫正等保安处分措施 [21]。

犯规是竞技体育比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比赛的精彩程度。然而，恶

意犯规与一般犯规存在本质区别，恶意犯规是故

意伤害行为在竞技体育赛场的表现，两者的价值

取向和行为方式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对竞技体

育中的犯规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当采用不同的方

式进行处理。通过刑法手段遏制竞技体育中的恶

意犯规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无奈之举。从国外的

足球联赛与篮球联赛的发展历程来看，恶意犯规

的竞赛风气都曾“风靡一时”，但随着竞赛体制

的成熟、球员素质的提高以及赏罚机制的确立，

恶意犯规的问题虽未能根治，但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解决。笔者也希望通过对恶意犯规的刑法规制，

使竞技体育赛场少一些戾气，多一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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